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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年前的新文化運動，具有多面而複雜的形象。有的研究者強調這是一

場文學革命，而另一些學者則注意其反傳統和政治思想革命的性質。文學革命

和政治思想革命的關係，也受到相當關注。由於陳獨秀說過：「欲革新政治，勢

不得不革新我國據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。」1所以，學術界一般都把文

學革命歸為知識份子力圖用文學來改造社會的結果，並認為文學革命是政治革

命的前導，即先進行文學革命以改造人心，政治改革則水到渠成。事實上，無

論是文學革命，還是政治、倫理革命，都離不開翻譯外國的著作，而外國翻譯

著作的種類性質和所佔的比例是可以計量的。因此，我們可以通過對新文化運

動中翻譯外國著作的計量研究，來把握文學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關係。

如果我們對《新青年》雜誌中的翻譯作計量研究，首先看到的正是新文化運

動文學革命的性質。在《新青年》發表的文章中，翻譯佔總字數的24%；而在翻譯

作品中，文學作品的份量又佔了一半以上。進一步統計翻譯作品在各卷中的比

例，文學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關係便一目了然。圖1表明，《新青年》翻譯外國著作

有兩個高峰。第一個高峰是第四卷（1918年1月至6月），翻譯作品中文學類達89%

左右。這無疑呈現出當時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性質。第二個高峰在第八卷（1920年

9月至1921年4月），翻譯量超過全部文章字數的一半，其中文學類只有23%，而

政治類和社會類則佔了73%左右。顯然這兩個高峰的存在表示文學革命在前，政

治思想革命在後。它似乎證實了文學革命是政治革命先導的論點。

但是，深入考察文學革命和政治思想革命的關係，則可以發現情況並不是

如人們普遍想像得那麼簡單。中國歷史上雖有文以載道的傳統，但今天我們稱

之為文學的小說和戲劇之類，在中國向來地位低微，是「君子弗為」的小道2。直

到晚清，小說的地位才得以提高。知識份子重視小說的原因正是看到文學可以

改變人的精神，以推動政治變革。1872年問世的《昕夕閒談》，是晚清最早的翻

譯小說之一，譯者在1904年改定版中稱他的目的在灌輸民主思想3。甲午翌年，

英國教士傅蘭雅（John Fryer）在《萬國公報》上宣稱：「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，

莫如小說。」4梁啟超更提出「小說界革命」，他說：「日本之變法，賴俚歌與小

說之力，蓋以悅童子，以導愚氓，未有善於是者也。」5梁啟超眼中的小說，功

能在教愚民、開民智，小說並非只是一種文學體裁，更是政治改革的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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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98年，梁啟超撰〈譯印政治小說序〉，曰：「六經不能教，當以小說教之。正史

不能入，當小說入之。語錄不能諭，當以小說諭之。律例不能治，當以小說治

之。」6梁啟超把小說譽為「國民之魂」，後來在〈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〉中更視小

說為「文學最上乘」者。小說經梁啟超等人的大力強調頌揚，已不再是以往九流

不入的小道，而成為改造民眾心靈的利器，以至於1902-17年間以「小說」為名的

雜誌有二十九種之多7。

正是在這個過程中，翻譯外國文學也被視為具有政治改革功能。1900年林

紓就寫道：「欲開民智，必之學堂，學堂功緩，不如立會演說，演說又不易舉，

終之唯有譯書。」81902年周桂笙在他編訂的《新庵諧譯初編》中，說明翻譯的宗

旨在「覺世目庸民」、「開智啟慧」。後來魯迅亦說：「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，有一

種茫漠的希望，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，改造社會的。因為這意見，便自然

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。」9據阿英的統計，1875-1911年間，翻譯

小說多達六百多種，而陳平原根據阿英的資料再作整理統計，發現1906-1908這

三年為晚清翻譯小說出版的高峰，分別為110種、126種和97種，大致是創作小

說的兩倍。翻譯小說氣勢之盛，甚至有創作冒充譯作出版bk。但是令人奇怪的

是，辛亥前對小說在開民智功能的重視並沒有引發文學革命，文學革命也沒有

成為政治思想革命的前導。1915年《青年》雜誌創刊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開始，

當時亦刊登很多文學和翻譯作品，但這並沒有立即引起文學革命。雖然，「文學

革命」這個詞最早出現於胡適在1915年的〈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詩〉中：「新潮之

來不可止，文學革命其時矣。」bl但眾所周知，要等到1917年，胡適於《新青年》

二卷五號發表〈文學改良芻議〉，提出八不主義，陳獨秀在《新青年》二卷六號進

行響應，發表更激烈的〈文學革命論〉，文學革命的烈火才被真正點燃起來。這

說明，僅僅重視文學的改造社會功能，並不能造就文學革命。因此，五四時期

文學革命和政治思想革命的關係必須進一步從新的層面來探討。

分析圖2可以幫助我們找到五四時期文學革命出現的獨特機制。圖2中有關

外國文學類的翻譯明顯存在'兩個低谷。一個是第三卷（1917年3月至8月），文

學在翻譯中所佔的比例從1916年的82%下降到約35%。非常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此

以前，翻譯作品差不多都是用文言或半文半白的語體寫成；在此以後，從四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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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文學革命湧現，文學著作佔譯文總字數的89%；而譯文佔總字數的近30%

B：意識形態更替的顯現，政治社會思想佔譯文總字數的73%；而譯文佔總字數一半以上

圖1　《新青年》各卷譯文字數所佔之百分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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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號開始使用白話文，其後則幾乎全用白話。因此，1917年的這個低谷可以視

為文學革命的開始。進一步對比圖1，可以看到第三卷不僅是文學作品的低谷，

而且是翻譯的低谷。翻譯低谷表明這一時期知識份子較注重自己寫文章，並不

以翻譯來表達自己的思想。那麼第三卷中知識份子表達了甚麼價值取向？考察

第三卷所刊載的作品，以反儒反孔的文章佔最多，全卷五十八篇文章中有十五

篇是反儒反孔的bm。「隻手打倒孔家店」的吳虞在這一卷一連五期發表批評舊禮教

的文章。這說明當時《新青年》的關注點在打倒吃人的禮教，進行倫理革命。倫

理革命的性質決定了《新青年》刊登的作品以本國作者批判儒家學說的文章為

主，故譯作比重因而大幅下降，小說更是受到忽略。

必須指出的是，作為文學革命的白話文運動正是由倫理革命所引發的，這

在統計上可以明顯看出。繼注重倫理革命的第三卷後出版的第四卷，譯文字數

比第三卷增加一倍，其中文藝作品接近九成。從此白話文學就席捲全國。分析

其內容，更可看到用白話文學湧起的內在動力：知識份子用它來支持倫理革

命。例如第四卷六號是「易卜生專號」，該期基本上是由易卜生（Henrik Ibsen）的

《娜拉》、《國民之敵》、《小愛友夫》三個劇本組成的。胡適一語道破為何這些劇

本在當時這麼重要，他在〈易卜生主義〉中說：「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

寫了出來，叫人看了動心，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

敗，叫人看了曉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：──這就是易卜生主義。」bn

另外，袁振英的〈易卜生傳〉說：「易氏之新思潮，如好花怒放，甘冒天下之大不

韙，果敢無倫，前人之不敢言者，彼乃如鯁在喉，以一吐為快；發聾振瞶，天

下為駭，此氏所以有『惟天下之最強者，乃能特立獨行』之語也。」並謂：「易氏雖

為一有名之大劇曲家，然亦一大革命家也。」由於文學革命和反傳統的倫理革命

必須指出的是，作為

文學革命的白話文運

動正是由倫理革命所

引發的，這在統計上

可以明顯看出。繼注

重倫理革命的第三卷

後出版的第四卷，譯

文字數比第三卷增加

一倍，其中文藝作品

接近九成。從此白話

文學就席捲全國。分

析其內容，更可看到

用白話文學湧起的內

在動力：知識份子用

它來支持倫理革命。

圖1、圖2是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進行的「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」對《新

青年》的字數統計和內容分析，以及北京大學未名科技文化發展公司出版的《新青年》全文光盤的數據製

作的。在內容分類方面，文藝類包括小說、詩歌、戲劇及文藝理論；哲學類包括倫理思想和宗教內容；

社會類包括經濟、勞工等問題。另外，杜威（John Dewey）的一系列演講錄，雖不是由《新青年》直接翻

譯，但也計算在政治類譯文之內。統計數據和製圖得吳嘉儀小姐、李潔兒小姐協助完成，謹此致謝。

圖2　不同類型譯文佔各卷譯文總字數之百分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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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 百年中國 存在'緊密的邏輯聯繫，無怪乎陳獨秀當時將白話文稱為文學的德謨克拉西bo，

以反對一切不平等的階級特權為目標。

舊的倫理制度作為政治制度合法性根據一旦被摧毀，一個必須引進新的政治

理論作為政治制度合法性根據的問題便立即出現。正因為如此，從第五卷起，《新

青年》中的翻譯數量不斷增加，到第八卷達到高峰。而在翻譯文字中，政治、社會

類翻譯的比重一天比一天大，第八卷文藝類只佔譯文總數的23%，政治和社會類

譯作加起來則佔譯文總字數的73%。這充分顯示了文學革命中知識份子對外來政

治社會理論的渴望，在很多知識份子心目中，外來翻譯文章開始成為新的政治制

度合理性根據。分析第八卷的譯作內容，可以看到，本卷的政治譯作大部分是「俄

羅斯研究」系列的作品，以及其他有關社會主義的文章，這不同於《新青年》早期多

譯介歐美自由主義的著作，《新青年》最終轉向認同馬列主義。此後不久，《新青

年》的政治傾向更為明顯。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，則變為共產黨機關刊物。

當然，僅僅根據《新青年》的翻譯分析來揭示五四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關

係是遠遠不夠的。但計量研究卻宏觀地顯示了五四文學革命和政治思想革命複

雜的互為因果性質；文學革命由政治倫理革命所引發，而又進一步為新的政治

思想革命奠定基礎。兩者的互相依存似乎表明了新文化運動深刻的整體一致

性：它不僅是政治意識形態的更替，也是書面語由文言到白話文、思想方式由

傳統到現代形態的範式轉化。

註釋
1　陳獨秀：〈文學革命論〉，《新青年》，第四卷第五號（1918年5月15日）。

2　王宏志：〈文言與白話──晚清以來翻譯語言的考察〉，《翻譯學報》，第三期

（1999年3月）。

3　趙遐秋、曾慶瑞：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1983），

頁124-45。

4　傅蘭雅：〈求著時新小說啟〉，《萬國公報》，第七十七卷（1895年6月）。

5　梁啟超：〈蒙學報演義報合{〉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二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36），

頁56。

6　梁啟超：〈譯印政治小說序〉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三（上海：中華書局，1936），

頁34。

7　陳平原：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．第一卷（1897-1916）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

社，1989），頁68-69。

8　林紓：〈《譯林》{〉，引自羅新璋編：《翻譯論集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4），

頁161。

9　魯迅：〈譯文序跋集〉，《魯迅全集》，第十卷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1）。

bk　阿英編：《晚清戲曲小說目》（上海：古典文學出版社，1957）；同註7陳平原，

頁28-29、42。

bl　胡適：《嘗試集》（台北：遠流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1986），頁217。

bm　郭武平：《新青年雜誌與民初中國意識轉變》（台北：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研

究生論文，1980），頁259。

bn　胡適：〈易卜生主義〉，《新青年》，第四卷第六號（1918年6月15日）。

bo　陳獨秀：〈我們為甚麼要做白話文？──在武昌文華大學講演底大綱〉，《晨報》，

1920年2月20日。

林立偉　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

從第五卷起，《新青

年》中的翻譯數量不

斷增加，到第八卷達

到高峰。而在翻譯文

字中，政治、社會類

翻譯的比重一天比一

天大。這充分顯示了

文學革命中知識份子

對外來政治社會理論

的渴望，在很多知識

份子心目中，外來翻

譯文章開始成為新的

政治制度合理性根

據。


